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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像分子与镜像生命的本体论分野
——两用生物技术的伦理校准与差异化治理

The Ontological Divide Between Mirror Molecules and Mirror-Lives:
Ethical Calibration and Differentiated Governance of Dual-Use Bio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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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镜像生物学作为合成生物学前沿领域，始终存在收益预期与风险焦虑的张力，其核心症结在

于混淆镜像分子与镜像生命的本体论差异，导致伦理判断失焦与治理资源错配。历史考察显示，将巴斯

德分子非对称性研究归为研究起点，是对科学史的回溯式投射，遮蔽了本体论差异。依据严格定义，镜

像分子作为工具性构件风险局部可控，而镜像生命若实现则将引发生态演化不可逆冲击。伦理反思应超

越“扮演上帝”的形而上学诘问，转向生态责任框架，对镜像分子实施“分级监管+负责任创新”闭环治

理，对镜像生命建立“前瞻性评估+全球协作”审慎机制。该差异化策略契合我国新质生产力与伦理治理

协同语境，为两用生物技术规范化提供了兼具哲学辩护与可操作性的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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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cutting-edge field of synthetic biology, mirror biology has always been characterized by
the tension between benefit expectations and risk anxiety. The core crux lies in the confusion of the ont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mirror molecules and mirror life, which leads to out-of-focus ethical judgments and
governance resource mismatch.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shows that the framing of Pasteur’s research on molecular 
asymmetry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mirror biology constitutes an anachronistic projection onto scientific history,
obscuring ontological divergence between mirror molecules and mirror lives. Based on a rigorous definition of
life, mirror molecules, as instrumental components, present locally controllable risks; in contrast, the realization 
of mirror life would trigger irreversible ecological and evolutionary impacts. Therefore, ethical reflection should 
transcend the metaphysical questioning of “playing God” and shift toward an ecological responsibility framework 
about implementing a closed-loop governance of “hierarchical supervision + responsible innovation” for mirror
molecules and establishing a prudent mechanism of “prospective assessment + global collaboration” for mirror
life. This differentiated strategy aligns with China’s context of synergiz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with
ethical governance, and provides a solu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 solution with both philosophical
justification and operability for the normalization of dual-use bio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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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两用生物技术伦理争议的范畴误用

生物技术自诞生起就在其双重用途（dual-
use）中摇摆不定。如德布鲁（Claude Debru）

指出的那样，此类技术的潜在危险不仅在于具

体危害，更在于它把人类和自然拉入了新演化

（neo-evolution）的动力学之中：生物技术不只

是人类控制一切的欲望，也是地球生命对新环

境的适应，它扰乱了生命演化历史中“可能性

与现实性”的固有配置。（[1]，pp.2-5）近年来，

合成生物学的突破已从改造既有生命迈向重构

生命基本结构，其中围绕分子手性的“镜像系

统”研究最具争议：它试图构建与地球生命同

构异向的镜像分子乃至镜像生命，既承载着药

物研发、材料科学的突破性前景，也引发了生

态安全的深层忧虑。

清华大学朱听团队的系列研究推动了镜像

生命研究的关键进展：2016 年首次化学合成由

D 型氨基酸构成的镜像 DNA 聚合酶（非洲猪瘟

病毒聚合酶 X 的镜像版本），实现 L 型 DNA（镜

像 DNA）的复制与转录；[2] 后续逐步升级工具

链，合成长链基因、巨型聚合酶等复杂组件，[3]

使“镜像生命”从理论构想走向技术实践。然而，

这一进展迅速引发分歧：2024 年多位科学家在

《科学》（Science）发出联名警告，对所谓“镜

像生命”可能带来的生态风险与不可逆后果表

示高度警惕，呼吁在技术推进之前进行更为审

慎的伦理评估。[4] 朱听则回应称镜像分子及相

关体系在药物研发、材料科学与生物技术中具

有潜在价值，过度限制可能阻碍科技进步。[5]

相关争论在制度层面亦有反映：我国“十五五”

规划虽未点名镜像生物学，但明确提出“加强

生命科学前沿技术伦理治理”；[6] 巴斯德研究所

（Institut Pasteur）于 2025 年 6 月召开首个国际

专题会议，将镜像生命研究纳入全球科学治理

议程。[7] 这些动向共同表明，镜像生物学等两

用生物技术由于其巨大收益和潜在风险，正在

成为一个需要被制度性评估与规范性引导的现

实议题。在此，中外治理策略的差异也已初现

端倪。

然而，现有讨论存在一个未被澄清的核心

问题：无论是学术争议、公众传播还是政策讨

论，均未严格区分镜像分子与镜像生命的本体

论差异，而是将二者视为同一技术进程的不同

阶段，因而套用同一套风险评估与治理模板。

这种范畴误置导致双重后果：一方面，将镜像

分子的工具性风险夸大为生态性风险，引发不

必要的恐慌；另一方面，将镜像生命的系统性

风险简化为技术可控风险，低估其对生物圈的

潜在冲击。根本上，这一混淆源于对生命本质

定义的模糊，以及对技术演进中量变与质变的

忽视。因此，本文的核心任务是通过历史认识

论澄清镜像生命研究的概念谱系，以本体论分

析区分镜像分子与镜像生命的存在形态，结合

国际治理比较与本土案例实证，构建适配其风

险结构的差异化治理策略。这既是回应两用生

物技术伦理争议的关键，也是科技伦理治理从

笼统规范走向精准施策的必然要求。

二、概念溯源：
镜像生物学的历史认识论澄清

在当前的镜像生物学自我叙事中，巴斯德

关于酒石酸盐晶体非对称性的研究普遍被视为

理论起点。这一追溯在 2024 年《镜像细菌技

术报告：可行性和风险》（Technical Report on 
Mirror Bacteria: Feasibility and Risks）与 2025
年巴斯德研究所专题会议中被反复强调，似乎

构成了镜像生命研究的“合法性溯源”。但通

过历史认识论分析可见，这种回溯式叙事存在

双重误解：既混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科学概念

框架，也遮蔽了巴斯德研究的形而上学内核与

当代镜像生物技术的工程化导向之间的根本差

异。

在巴斯德之前，旋光现象研究已形成清晰

脉络。马吕斯（Etienne-Louis Malus）奠定偏

振光研究的基础，阿拉戈（François Arago）发

现 石 英 旋 光 色 散， 毕 奥（Jean-Baptiste Biot）
定量揭示旋光角与介质的关系，并首次指出有

机物旋光性源于分子固有结构，赫歇尔（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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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schel）进一步建立晶体偏形几何与旋光方

向的稳定对应关系。（[8]，pp.316-320）巴斯

德的核心贡献在于，通过晶体分拣实验揭示了

分子非对称性与旋光现象的因果关联，并总结

出三条规律：1. 分子非对称性是晶体宏观非对

称性的微观根源；2. 分子非对称性是旋光现象

的微观结构基础；3. 互为镜像的对映体在非手

性环境中化学性质一致。（[8]，p.328）这些成

果为分子手性研究奠定了实验基础，但将其视

为镜像生命研究起点的判断忽视了两个关键的

历史约束。

其一，概念框架的时代局限。巴斯德所处

的 19 世纪中叶，立体化学尚未成形，“手性”

（chirality）概念直到 19 世纪末才由开尔文勋爵

明确提出。[9] 在缺乏这一核心概念的情况下，

巴斯德无法精准界定镜像分子的结构特征，更

无法构想镜像生命，因为后者以分子空间构型

的系统性反转和生物大分子的复制机制为前

提，而这些都是 20 世纪分子生物学诞生后才可

能的知识。巴斯德研究的本质是对分子结构及

其物理性质的经验性探索，而非对生命形态进

行重构的技术想象。

其二，生命观的本质差异。巴斯德是自然

发生说的坚定反对者，通过鹅颈瓶实验论证“生

命只能源于生命”，强调生命具有区别于无机

世界的本体论特殊性。[10] 在这一生命观下，制

造生命本身就是不可想象的，更谈不上通过技

术手段构建镜像生命。相反，巴斯德把分子非

对称性视为生命与非生命的本质区别，（[8]，

p.329）并试图将其根源追溯到宇宙性因素（如

光、电、磁、地球运动）。（[8]，p.341）这种

形而上学倾向与当代镜像生物学的工程化、工

具化导向形成鲜明对比。

真正构成当代镜像技术理论起点的，是开

尔文之后逐步形成的立体化学与分子工程传

统。在这一谱系中，“手性”不再被赋予形而

上学意义，而是被视为可设计、可合成、可利

用的结构特性。以 2016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费

林加（Ben Feringa）为代表的分子机器研究，

正是通过精准控制手性结构，实现了纳米尺度

的定向运动与功能转换——例如，光驱分子马

达中，手性是实现单向旋转与催化立体选择性

的核心机制。[11] 这一传统的核心导向是技术应

用：从不对称催化、药物合成到信息存储，手

性结构被转化为可利用的工程资源。正是在这

一框架下，当代镜像生物学研究才获得了现实

意义：它本质上是分子手性研究的延伸，以功

能优化和可控应用为目标，与巴斯德最终的形

而上学思考属于完全不同的科学范式。

总而言之，镜像生物学的概念谱系存在明

确的断裂：巴斯德的非对称性研究最终归于生

命本质的形而上学探索，当代镜像分子研究属

于分子结构的工程问题，镜像生命构想则是以

后者为基础的对生命形态的彻底重构。将三者

纳入同质的历史叙事，是对科学史的时代错置，

其后果是模糊镜像分子与镜像生命的本体论差

异，而这正是当前伦理争议失焦的根源所在，

也导致不同治理路径在选择上陷入非此即彼的

困境。

三、本体论区分：镜像分子与镜像生命
的存在形态与风险结构

要澄清镜像技术的伦理争议，核心是依据

生命的基本定义，区分镜像分子与镜像生命的

存在形态，进而识别其风险结构的根本差异。

分子生物学家莫朗热（Michel Morange）在整

合生命起源研究、地外生物学与人工生命研究

的基础上，给出了一个兼具整体性和灵活性的

规定：生命体具有复杂分子结构，以特异且持

续的方式进行新陈代谢活动，能够进行非精确

的繁殖，且这三个特征相互依赖，共同构成作

为过程本身的生命。（[12]，p.215）该定义的

核心在于强调系统性，即生命并非分子的简单

集合，而是“代谢 - 复制 - 结构稳定性”的有

机统一体。以此为标准，镜像分子与镜像生命

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本体论特征。

1. 镜像分子：工具性存在与局部可控风险

镜像分子的核心特征是手性反转的生物大

分子，如镜像 DNA 和镜像蛋白质等。其本质

是被工程化改造的工具性构件，而非独立的生

命系统。即使是朱听团队合成的镜像 DNA 聚

《自然辩证法通讯》 第 48 卷 第 11 期（2026 年 11 月）: 18-25



J D
 N

21

合酶，也仅能在人工控制条件下完成特定反应，

无法自主实现新陈代谢与繁殖。从莫朗热的生

命定义来看，镜像分子仅满足复杂分子结构这

一单一条件，缺乏代谢 - 复制的系统闭环，因

此在本体论上属于非生命存在。由此，镜像分

子的风险结构呈现局部可控性特征。其一，风

险来源是应用场景中的外溢，而非自身的自主

性扩散。例如，镜像分子可能作为药物载体引

发免疫反应，或作为污染物进入环境，但这种

风险依赖于人类的应用行为，而非其自身的生

命活动；其二，风险影响范围是局部性的，而

非生态系统性的。即使出现风险事件，也可通

过技术手段（如环境净化、免疫干预）加以遏制，

不具备不可逆的扩散能力；其三，风险性质是

技术风险，而非演化风险。其核心危害在于对

特定个体或局部环境的伤害，而非对生物圈结

构、生命演化路径的冲击。

我国现有研究进展和监管措施表明，在确

保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镜像分子研究具有可行

性。新近提出的化学蛋白质合成方法能有效解

决镜像蛋白质制备中的关键问题，在以人工智

能驱动的蛋白质设计为代表的计算方法的辅助

下，镜像蛋白药物候选物的发现与优化拥有巨

大的临床治疗潜力；[13] 而一旦该药物进入产业

化阶段，通过国家药监局建立的“生产 - 流通 -

使用”追溯系统，能够得到风险的全链条管控。
[14] 相比之下，美国更加愿意承担创新风险，但

容易弱化伦理审查的预见性功能，而欧盟则更

强调风险防范，对两用生物技术应用限制较多，

容易导致错失技术转化的黄金窗口。[15]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潜在的

伦理风险。镜像分子虽不像镜像生命那样因具

有自主性而造成风险的不可控性，但有毒、致

病或成为污染物的镜像分子依然具有危害性。
[5] 朊病毒的案例警示我们，即使是非生命的分

子，若具备结构性复制能力（如诱导同类蛋白

质错误折叠），也可能引发多路径传播的风险：

例如，朊病毒可通过动物排泄、尸体分解等途

径进入土壤，与土壤组分结合，不同组分与朊

病毒的结合差异明显，且这些作用同时发生、

相互影响，共同决定了朊病毒在土壤中的传播。

[16] 因此，镜像分子由于对天然酶的耐受性和更

高的结构稳定性，其潜在的环境滞留与积累风

险需要被审慎评估。但关键在于，这类风险仍

属于工具性技术的可控风险，可通过实验室生

物安全规范、应用场景的风险 - 收益评估、分

级监管等手段加以治理。

2. 镜像生命：系统性存在与生态不可逆风险

镜像生命的本体论特征是以镜像分子为基

础，具备完整代谢 - 复制 - 结构稳定性的生命

系统。与镜像分子不同，它不再是依赖人类控

制的工具，而是具有自身存续逻辑的新型生命

形态。现有研究表明，镜像生命能在多种条件

下生存，它们可利用无手性，或在工程改造后

利用手性营养物质生长，通过宿主或环境传播，

甚至在自然环境中形成稳定种群，从而造成严

重后果。[4] 由此，从莫朗热的定义来看，镜像

生命完全符合生命的本质定义，且属于同地球

生命同构异向的独立生命系统，这使它们与既

有生物之间的关系将不可逆地进入生态与演化

的宏观尺度。

这一本体论特征决定了镜像生命的风险结

构是生态系统性和不可逆性。其一，风险来源

是生命自身的演化逻辑。镜像生命一旦被创

造，便会遵循“生存 - 繁殖 - 演化”的生命规

律，其行为不再受人类主观控制——例如，为

适应环境而产生的基因突变，可能使其获得降

解天然生物分子的能力，从而打破现有生态平

衡；其二，风险影响范围是生物圈尺度。镜像

生命与地球生命共享生态位，但缺乏天然的制

约因素，因而可能通过竞争资源、传播未知病

原体等方式，对现有生态网络造成结构性冲击；

其三，风险后果具有不可逆性。生命演化是一

个路径依赖的过程，一旦镜像生命融入生物圈，

其对演化路径的改变将不可逆转，甚至可能导

致部分物种灭绝、生态系统崩溃。

因此，缺乏对镜像生命风险的前瞻性认知，

可能导致技术探索越出伦理边界。而我国在相

关政策中明确将创造这类新物种合成研究列为

高风险前沿技术，要求任何相关研究必须经过

国家级伦理审查，提供了从源头上遏制风险扩

散的可能性，[17] 体现了治理的前瞻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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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需要澄清的是，镜像生命的高风险并不

等同于高可行性。当前技术条件下，构建一个

完整的镜像生命系统仍面临几乎不可逾越的理

论与工程障碍：一是合成难度大：合成长多肽

和膜蛋白困难，合成简化镜像核糖体多年未成

功，成功后的核糖体功能也有限；二是组装难

题：即使合成出简单细菌的镜像分子，也需正

确折叠和精准组装才能形成功能复杂的镜像细

菌；三是策略缺乏可行性：虽提出其他创造镜

像生命策略，但无足够证据支持其可行性（如

逐步将天然手性细胞转化为镜像细胞）。[5] 因

此，当前对镜像生命的风险评估，并非为了应

对现实威胁，而是旨在防范潜在可能性。这种

前瞻性风险预警的本质是对生命演化边界的重

视，而非对技术现实的过度焦虑。

3. 伦理资源错配的根源：本体论差异的忽视

镜像分子与镜像生命的本体论差异，决定

了其风险结构、影响范围、可控程度的根本不

同。但现有讨论的核心问题在于，将二者纳入

同一伦理框架，导致伦理资源的系统性错配。 
一方面，对镜像分子进行过度伦理评估。

将其工具性风险夸大为生态性风险，导致治理

资源向“禁止性规范”倾斜，忽视了其在药物

研发等领域的潜在价值。例如，镜像分子作为

药物载体，可显著提升药物稳定性、降低免疫

反应，在癌症治疗、罕见病干预中具有重要应

用前景，[3] 过度限制可能阻碍医疗技术进步。

另一方面，对镜像生命的伦理评估过于简化。

将其系统性风险简化为技术可控风险，试图通

过加强实验室安全和提高监管等级等方式加以

应对，忽视了其对生物圈的根本冲击。这种简

化实际上是对生命本质的认知不足，将新型生

命等同于中性工具，低估其生命演化的不确定

性与不可逆性。

更严重的是，这种错配会导致治理策略陷

入非此即彼的困境：要么因恐惧镜像生命的风

险而全面限制镜像生物学研究，要么因重视镜

像分子的价值而放松对镜像生命的警惕。从根

本上看，这是科技伦理治理中耽于笼统规范的

常见问题——缺乏对技术对象本体论特征的精

准把握，导致规范无法适配风险结构。因此，

突破这一困境的关键，是实现伦理评估的本体

论校准，即依据镜像分子与镜像生命的存在形

态，构建差异化的伦理框架与治理策略。

四、伦理转向：从“扮演上帝”到
生态责任的差异化治理

要构建差异化治理策略，首先需要澄清当

前科技伦理争议中的核心规范性话语“扮演上

帝”。这一隐喻在合成生物学伦理讨论中被广

泛使用，其核心诉求是：生命具有神圣性与特

殊性，人类通过技术手段创造或重构生命，是

对自然秩序的僭越。但这一论证在镜像技术的

伦理评估中是无效的，它必须被生态责任框架

所替代。

“扮演上帝”论证的失效，首先源于其宗

教保守主义根源。美国主流生命伦理学的四原

则框架（自主、不伤害、行善、正义），深深

嵌入新教与天主教的宗教语境，其“诉诸自然”

的论证逻辑在概念、形而上学、伦理层面均站

不住脚。[18] 将这一框架应用于镜像技术，本质

是将宗教性的神圣秩序转化为世俗性的伦理规

范，忽视了技术演进中自然与人工的辩证关系。

正如德布鲁所言，自然本身就蕴含着可延伸性，

生物技术并非对抗自然，而是自然演化的延续

和修补。（[1]，p.412）CRISPR/Cas9 技术源于

大肠杆菌的防御系统，镜像技术基于生命的手

性特征，均是对自然规律的利用与拓展。因此，

“扮演上帝”的隐喻无法为镜像技术的伦理评

估提供有效标准：它既不能说明为何镜像分子

的应用是可接受的，也不能回答为何镜像生命

的创造是不可接受的。

其次，这一论证无法转化为治理实践。即

使承认其表达的道德不安，也难以将其转化为

具体的治理标准。我们无法通过“是否僭越自

然”来判断一项技术的风险等级，更无法据此

制定监管措施。镜像生物学的伦理核心，并非

人类是否有权创造生命，而是技术行动是否会

导致不可逆的生态后果。这意味着，伦理评估

的重心必须从形而上学的神圣性辩护转向面向

未来的责任性考量——这正是约纳斯（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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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as）“责任原理”的核心主张：当技术行动

可能改变生命存在的基本条件时，伦理的首要

要求是“保护未来世代的生存可能性”。[19]

针对这一伦理转向，需结合其本体论差异

与国际治理比较，构建生态责任导向的差异化

治理策略。这一策略既能契合我国新质生产力

与伦理治理协同发展的本土语境，也可通过规

避目前取得部分共识的所具有的单一化缺陷，

展现中国方案的独特优势。

1. 镜像分子的治理：负责任创新与分级监

管的闭环

镜像分子的工具性本质与局部可控风险，

决定了其治理应遵循鼓励创新与风险可控相

结合的原则，核心是构建负责任创新的闭环体

系。[20]

第一，建立阶段化评估 + 动态调整的监管

机制。依据镜像分子的研发阶段（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产业化应用）制定分级标准：基础

研究阶段侧重实验室生物安全规范（如 BSL-2
级防护），重点防范样本泄露；应用研究阶段开

展风险 - 收益评估，明确适用场景的安全边界

（如药物研发需通过临床试验验证安全性）；产

业化应用阶段建立追溯系统，对生产、流通、

使用全链条进行监管。这种分级监管既避免了

“一刀切”的限制，也确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第二，强化科研主体 + 监管机构的协同责

任。科研机构需建立内部伦理审查机制，对镜

像分子的潜在风险进行前瞻性评估，并将风险

防控方案纳入研究设计；监管机构（如国家卫

健委、生态环境部）需制定专门的镜像分子安

全标准，明确检测方法、排放标准与应急处置

预案。同时，鼓励行业协会自主制定规范，形

成“自我监管 + 行政监管”的双重保障。

第三，坚守“首次组装天然手性自我复制

细胞”的红线。朱听团队提出的这一检查点，[5]

本质是划定了镜像分子研究的不可逾越边界。

任何研究不得试图构建具备自主代谢和复制能

力的生命系统，一旦触及这一红线，需立即启

动最高级别伦理审查与监管干预。这一红线既

为镜像分子的创新留出空间，也防止其向镜像

生命的方向越界。

2. 镜像生命的治理：前瞻性评估与全球协

作的审慎机制

镜像生命的系统性本质与生态不可逆风

险，决定了其治理应遵循审慎克制与全球协同

相结合的原则，其核心是构建前瞻性评估 + 禁

止性底线的防护体系。

第一，明确“技术可行性不等于伦理可接

受性”的原则。即使未来技术突破使镜像生命

的创造成为可能，也不能将技术可行作为推进

研究的理由。因此，需建立以生态影响为核心

的前瞻性评估机制，组织跨学科团队（生物学、

生态学、伦理学）评估其对生物圈的潜在冲击，

包括生态位竞争、病原体传播、演化路径改变

等。只有在评估结果表明风险可控（需有严格

的验证标准），才能考虑有限度的基础研究。

第二，在强调人际关系与集体责任的共济

原则下，[21] 设立全球协作 + 多边监管的治理框

架。镜像生命的风险具有全球性，单一国家的

监管无法有效应对。这一情况类似于生物技术

武器化的潜在威胁，因此可在参考《禁止生物

武器公约》的基础上，[22] 构建专门的镜像生命

治理国际机制，如建立全球镜像生命研究数据

库，强制科研机构报备相关研究计划；成立国

际伦理审查委员会，对跨国合作的镜像生命研

究进行统一评估；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禁止

性条款，禁止任何旨在构建可在自然环境中存

续的镜像生命的研究。

第三，强化科学传播 + 公众参与的公共教

育和认知共识。镜像生命的伦理争议涉及公众

对生命本质和生态安全的认知，需通过科学传

播消除误解。一方面，向公众澄清镜像分子与

镜像生命的差异，避免不必要的技术恐慌；另

一方面，通过公众听证会、科普论坛等形式，

吸纳公众对镜像生命治理的意见，形成科学共

同体、公众、政策制定者的三方共识。这既是

提升治理合法性的需要，也是防范技术滥用的

重要保障。如莫朗热所言，生物技术的风险不

仅源于技术本身，也源于科研与公众的认知落

差，而科学伦理的一大任务就在于解释性工作，
[23] 这是统计数据和政策建议所无法覆盖的领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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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镜像生物学的伦理争议，本质上是技术演

进与伦理认知不同步的体现。当技术实际上明

确区分了镜像分子与镜像生命的实践边界时，

伦理与治理仍停留在笼统规范的层面。本文通

过历史认识论澄清了镜像生物学的概念谱系，

以本体论分析区分了镜像分子与镜像生命的存

在形态，结合国际治理与本土政策，构建了适

配其风险结构的差异化治理策略。由此，我们

可总结出如下核心观点，并为所有两用生物技

术的伦理治理提供一般参考。

第一，镜像分子与镜像生命的本体论差异

是伦理评估的基础。镜像分子是工具性技术构

件，风险局部可控；镜像生命是整体性生命形

态，生态风险不可逆。二者并非同一技术进程

的连续发展阶段，而是具有本质区别的存在形

态，因此不能套用同一伦理框架。这一区分是

破解国际治理中目前仍普遍存在的创新与风险

对立困境的关键。

第二，科技伦理治理需实现本体论校准。

摆脱“扮演上帝”的形而上学诘问，转向“生

态责任”的实践导向，使伦理规范从笼统禁止

走向精准适配。明确两用生物技术的伦理责任

具有未来导向、集体性质，与生态考量，是此

处科技伦理治理从形式化走向实质化的关键。

我国的治理策略正是基于这一校准，既避免了

美国“创新优先”的弱约束性，也克服了欧盟“风

险至上”的创新抑制，其后续工作应围绕各类

问题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措施。

第三，差异化治理是两用生物技术规范化

的必然路径。镜像分子的“负责任创新 + 分级

监管”与镜像生命的“前瞻性评估 + 全球协作”，

既兼顾了创新激励与风险防控，也契合我国生

物技术治理的本土语境与国际社会的共同诉

求。与国际同类治理方案相比，此处提出的差

异化治理策略具有坚实的生物学哲学基础，以

及对生态责任的审慎考量，因而为全球两用生

物技术治理提供了兼具灵活性与稳定性的中国

方案。

第四，强化科学研究的解释能力。镜像生

物学乃至两用生物技术引发的风险不仅源于技

术自身，也源于科研、政策与公众之间的认知

落差。因此，遵循加强相关领域治理与协作能

力建设的要求，[24] 进一步将系统的科学解释与

负责任的风险沟通纳入治理能力建设，明确技

术对象在生物学本质和风险结构方面的差异至

关重要。

最后，从更广阔的视角看，镜像技术的伦

理治理也为两用生物技术提供了一个重要范

本。科技伦理治理的核心，不在于限制技术，

而在于澄清技术的存在形态与风险结构，通过

精准的本体论分析与伦理校准，实现创新与规

范的动态平衡。这既是应对前沿科技伦理挑战

的有效路径，也是构建负责任的科技发展体系

的核心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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